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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德国式的现代问题”到中国式现代化 

——马克思早期的现代化思想探索及当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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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5) 
 

摘要：马克思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了“德国式的现代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是马

克思早期探索现代化思想的开端。“德国式的现代问题”可以概括为“后发国家如何追赶时代”和“如

何基于国家的特殊性追求现代化的普遍性”两大问题。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奋斗基础上成功开拓和推

进了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对马克思“现代问题”思考的承接、丰富、创新和发展。以“德国式的现

代问题”为起点，将理论眼光贯穿马克思的整个思想体系，我们可以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

论问题的理解，更能理解现代化道路的一般规律及民族与国家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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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研究的日渐深入，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述中挖掘关于“现代化”的讨

论愈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马克思在他的早期著作《〈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导言》 (以下简称《导言》)

中讨论德国人的解放问题时，同步阐释了“德国式的现代问题”[1](7)。在马克思看来，德国人的解放

与德国赶上时代并获得现代性是分不开的。德国人的解放、德国成为“现代国家”的过程，便是“德

国的现代化”。这一问题指向两重蕴意：首先是“后发国家如何追赶时代”；其次是“如何基于国家

的特殊性追求现代化的普遍性”。诚然，这一时期的马克思正经历着思想的转变与成熟，仅尝试就现

代化问题提出自己的设想。但将《导言》中马克思对德国道路的探索与他在 19 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东

方国家的讨论、1881 年《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等论述结合起来进行探究，便可凸显马克思对

上述问题的连续性思考。推及今日，中华民族作为近代以来苦难深重的民族、中国作为现代化道路上

的后发力量，在实现自身现代化道路上不但做到了追赶并逐步超越、引领，而且做到了在遵循现代化

普遍规律的基础上葆有了自身的独特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下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及超越性

意义，《导言》中“德国式的现代问题”及其丰富内涵是应然的理论起点。 

 

一、马克思讨论“德国式的现代问题”的历史语境及其理论内涵 
 

    1843 年秋至 1844 年初，马克思写作《〈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导言》并发表在巴黎创办的《德法年

鉴》上。在《导言》中，马克思对德国的现状和未来进行了集中的讨论，并点明了“德国式的现代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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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An adequate example of the German form of modern problems①)。“现代问题”为何必须被讨论？这

一问题为何具有典型的(an adequate example)德国特征？青年马克思对这一问题有着特殊的关心，是因

为其早期理论视角着眼于宗教批判、黑格尔哲学批判等领域，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对当时欧洲的历史

大势和德国的社会现实有清晰的认识。对“德国式的现代问题”提出的历史语境进行考察，不仅是对

此问题何以成为一个“真问题”的辩护，突出马克思在《导言》时期的强烈问题意识和爱国精神，而

且更能开显出“德国式的现代问题”的重要理论内涵。 

    (一) 历史变局与社会现实的十字路口——青年马克思缘何关注“德国式的现代问题” 

    马克思最初是黑格尔法哲学的信徒，在获得博士学位后，马克思参与了大量政治讨论活动。一方

面，1842 年他开始为《莱茵报》撰写政论文章并成为编辑。他在任职期间就莱茵省的经济和法律等问

题与普鲁士反动政府展开了激烈交锋。他先后撰写了《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摩塞尔记者的辩护》

等一系列文章，矛头全部指向普鲁士的封建专制制度。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马克思同青年黑格尔派

的同事们一起积极讨论政治问题，尤其是民主国家的问题，已经开始从宗教批判转入政治批判。学界

普遍认同，对现实物质利益疑难和贫苦大众悲惨命运的关注使这一时期的马克思逐步摒弃博士期间的

唯心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观点，开始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转变。但更为直观的是，工作后的马

克思不再局限于形而上学的沉思或企图在纯粹思想领域完成对德国启蒙的探索，而是将笔锋直指德国

现实——作为德国人的马克思必须首先思考如何解决德国的现实困境。 

    想要理解青年时代的马克思，我们绝不能忽略重大历史事件——法国大革命——对他精神的塑造

与影响。从历史发生学的视角看，1789 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以其空前的彻底性震撼了整个欧洲。彼

时法国文化的繁荣、经济的发展以及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的复杂尖锐使其不但成为各种社会改良运

动和变革思潮的“试验场”，更成为马克思理解历史发展和现代社会的不二范本。正如法国史学家

弗朗索瓦·傅勒所评价的，法国大革命是马克思“终其一生，在各种语境下”[2]讨论的主题。首先，

马克思的故乡特里尔在 1806 年至 1813 年隶属于拿破仑统治下的莱茵联邦，深受大革命的影响，自

由主义风气盛行。他在特里尔中学学习期间就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3](前言: 1)更重要的是，青年马克思

深感法国大革命的巨大震撼，大革命后的法国是马克思思考现代国家问题的重要参照物。马克思在

1843 年 5—10 月写作的《克罗茨纳赫笔记》中最重要的部分几乎全部围绕法国历史，尤其是关于大

革命前因后果的讨论。1843 年 3 月，马克思在给阿尔诺德·卢格的信中说：德国“爱国主义的空洞和

国家制度的畸形”令他感到“羞耻”，这种羞耻乃是一种“革命”，是“法国革命对 1813 年曾战胜

过它的德国爱国主义的胜利”[4](5)；在 5 月的信中，马克思直言德国是“最完善的庸人世界”，“当

然远远落在使人复活的法国大革命后面”[5]；9 月，马克思再次致信卢格，称自己要“到巴黎去”，

称那里是“新世界的新首府”[4](6)。可见彼时法国大革命的余波依旧震颤着普鲁士的专制制度，正是

在与法国现状的对照下，马克思才悲叹普鲁士的空气会把人变成奴隶[4](7)。总的来看，法国大革命作

为人类步入现代历史的重要节点，是许多现代性政治概念的源起，这些概念不溯诸法国大革命便无从

谈起；大革命后的法国强力终结了封建专制统治，这场革命虽未能被欧洲国家普遍效仿，但在马克思

眼里，仍然开启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法国是彼时马克思眼中的现代国家，专制的普鲁士全然是它的

背反，联系《莱茵报》期间马克思一系列基于德国现实的批判文章，他在写作《导言》时对德国的态

度定然是纯粹的揭露和批判。 

    以上的简要梳理为我们准确理解《导言》中对德国问题的讨论清理出了问题意识甚至是情感层面

的地基。在《导言》的开篇，马克思就将批判的枪口瞄准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它不但是德国现

实的“副本”，更是马克思眼里德国唯一值得讨论的东西。至于德国的“原本”，即便是完全否定，

依然要犯“时代错乱”[1](3)。马克思之所以对德国的现状如此不满，恰恰是因为与大革命后的法国相

比，“即使我否定了 1843 年的德国制度”，“我也不会处在 1789 年，更不会是处在当代的焦点”[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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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从历史语境的角度看，马克思作为德意志民族的天才思想家，之所以在《导言》中萌发这样的

问题意识有其自身的理论“良心”和历史必然性。 

    (二) 时代视角下“德国式的现代问题”的理论价值和双重内涵 

    马克思指出，“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6]，从时代视角看，“德国式的现代问题”在现实和理论

层面都具有相当的重要性，这一问题的理论内涵和价值是基于其现实价值凸显出来的。从理论价值的

层面看，“德国式的现代问题”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彼时德国的情况是现代化道路

上的一个典型(an adequate example)个案，它的典型性首先意味着撇开现代化道路的先行者英、法两国

之外，唯有德国面临的困境最为特殊。其次意味着马克思可以通过对德国特殊问题的审视和批判得出

对“现代化”问题的一般理解。从理论内涵的角度看，“德国式的现代问题”具有双重内涵：首先是

“后发国家如何追赶时代”，其次是“如何基于国家的特殊性追求现代化的普遍性”。 

    “德国式的现代问题”所面临的第一重困境便是作为“后发国家”如何追赶时代。这一问题是人

类开启近代历史后，一切民族和国家想要实现现代化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和主要问题。马克思深刻认识

到，在历史(或时间)这一单向度的强制性力量面前，德国犯的错误是时代上的错误——历史不会倒退，

不会给德国与法国重新站回同一起跑线的机会。但是否历史的大门就此向德国关闭了呢？如果经法国

大革命所验证的如“人民主权”抑或“自由、平等、博爱”是成为现代国家必须达成的普遍目标，法

国的道路是否是唯一的道路？或者是否德国除非重走法国的道路，否则永远无法进入现代社会，追赶

上法国的脚步呢？马克思的回答显然是否定的。首先，在克罗茨纳赫时期，马克思就通过大量的阅读、

摘要，理清了法国甚至是欧洲各国的社会状况的特殊性，尤其大革命前后的法国作为社会思潮和政党

斗争的大熔炉，当时在整个欧陆都是独一无二的。其次，马克思发现了德国有自己的特殊性。一方面，

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法哲学是现代国家问题的抽象反映，德国虽然不是“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却

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上

[al pari]的德国历史”[1](7)，甚至说“思辨的法哲学，这种关于现代国家——它的现实仍然是彼岸世界，

虽然这个彼岸世界也只在莱茵河彼岸——的抽象而不切实际的思维，只是在德国才有可能产生”[1](9)。

另一方面，当法国和英国这样的先发国家进入现代社会时，世界历史就会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提供新

的世界面貌和参照对象，英、法的政治经济学在德国变成国民经济学，英、法的贸易自由在德国变成

保护关税制度和贸易限制制度[1](6)。这既是德国落后于时代的表现，又是德国在特殊历史阶段与世界

历史交织导致的必然结果。 

    第二，单向度的历史并不意味着单向度的通往“现代”之路，马克思认为德国可以基于自己的特

殊性走自己的道路，并且有可能对先发国家进行追赶和超越。从《导言》的通篇文字和 1843 年马克

思与卢格的几封通信来看，马克思在写作时一定是痛苦的。马克思说：“向德国制度开火！一定要开

火！”[1](4)“应当把德国社会的每个领域作为德国社会的羞耻部分[partie honteuse]加以描述”[1](5)，“现

代德国制度是时代错乱”[1](5)。但马克思依然秉承着黑格尔式的浪漫，认为“世界历史形态的最后一

个阶段是它的喜剧”[1](6)，而马克思“现在为德国政治力量争取的也正是这样一个愉快的历史结局”[1](6)

具体来说，马克思在导言中提问：“德国能不能实现有原则高度的［à la hauteur des principes］实践，

即实现一个不但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人的

高度的革命呢？”[1](9)马克思从自己理解的世界历史必然性中看到了可能性，在对德国现状的绝望中

寻找希望。因此，在马克思看来，“现代化”的普遍性不是一个先验的概念，现代化的普遍性恰恰是

通过民族国家通往现代化的特殊性体现出来的。历史也向我们证明，基于国家自身的特殊性探寻现代

化的普遍性是过往一切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的客观现实。 

    在西方学者看来，西方历史近似于一个“古代—中世纪—现代”的模型，似乎意味着走出中世纪

的欧洲便已经逐步获得了现代性。这种“现代性”的内涵包括宗教解放、理性、自由、个体性和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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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政治制度的变革等。马克思虽然在《导言》中多次使用“现代国家”“现代的”“现代关系”，也

讲了“德国式的现代问题”，但并未直接提出“现代化”或“德国的现代化”概念。综合马克思的

论述，我们可以将马克思在《导言》中提出的“实现一个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的革命”

“德国现状[status quo]”等讨论设定为“后发国家如何追赶时代”和“如何基于国家的特殊性追求现

代化的普遍性”两大问题，并且通过对马克思写作背景的理解和《导言》文本的重构，捍卫整个“德

国式的现代问题”作为一个真问题的性质。这一问题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下对“现代化”概念的

深入思考，更是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重要思想基础。“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嬗变、丰富至今

的生成性概念，将“现代化”概念定为一尊是机械的和历史领域的唯心主义。 

    总的来看，青年马克思只身站在欧洲社会历史千年大变局和普鲁士动荡社会现实的十字路口，在

《导言》中深刻关注了“德国式的现代问题”。马克思能葆有这样的问题意识，一方面是对他波恩求

学以来学术“问题域”的继承与发展，另一方面表现了他对历史趋势和社会现实的深刻体悟和省察。

欧洲文明史在大革命的动荡中被推向现代，德国的特殊地位和现状与法国大革命后的法国现代社会之

间形成的巨大张力给予了“天才的大脑”以科学眼光来思考人类命运的契机。马克思在《导言》中对

普鲁士现状的失望和德国人解放道路的求索恰恰反映了他深爱着自己的国家与民族，这是一位无产阶

级革命家自有的思想底色。 

 

二、“德国式的现代问题”作为马克思早期论述现代化道路的典型案例 
 

    在《导言》中，马克思不但提出了“德国式的现代问题”，更论证了德国实现现代化的可能路径，

概括起来就是：以宗教批判的完成为前提，指出单纯政治解放道路的不可能性及实现人的解放的可能

性。具体来说，便是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中指向的现代伦理国家设想的片面性的基础上，指出单纯完

成政治解放不是真正的解放，提出只有现实无产阶级解放才是实现人彻底解放的道路。 

    (一) 批判法哲学作为德国“人的解放”的哲学前提 

    从马克思的早期写作史看，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盛赞伊壁鸠鲁哲学，将普罗米修斯的自白“总而

言之，我痛恨所有的神”[3](12)作为自己的哲学格言，认为“对神的存在的一切证明都是对神不存在的

证明”[3](101)等，已经展现出自己的宗教批判观点和无神论思想。这种思想萌芽与《莱茵报》时期政治

斗争的经历结合，在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发表后，马克思在宗教批判上站在了费尔巴哈一边。

正如在《导言》开篇就讲：“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宗教是“颠倒的世界意识”，“宗

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1](1−2)对“天国”的批判已经完成，对“尘世的”“法和政治的”“非

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历史哲学的主要任务。既然马克思在《导言》的后文中承认德国的法哲

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上[al pari]的德国历史”[1](7)，为何完成宗教

批判后的德国必须旋即对黑格尔的法哲学的国家哲学进行批判？因此这里不是一个简单的逻辑转折，

而是马克思体悟理论和现实后的必然选择。从理论上看，“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比“自我异化的

神圣形象”更根本，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原因。黑格尔认为“个体本身只有成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

性、真理性和伦理性”[7]，这里的国家是一种伦理共同体，并且是市民社会的前提。马克思认为黑格

尔哲学所理解的法和国家的形式仍然是颠倒异化的。他明确指出，“黑格尔觉得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

的分离是一种矛盾，这是他著作中比较深刻的地方。但是，错误在于：他满足于这种解决办法的表面

现象，并把这种表面现象当作事情的本质”[8]。因此，要真正确定“此岸世界的真理”，必须克服思

辨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从现实上看，随着 1806 年普鲁士在对拿破仑的战争中遭遇惨败，旋即开始

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施泰因-哈登堡改革)，这场改革的领导阶层是开明贵族地主，这场改革的结果

是君主立宪，黑格尔法哲学的诞生恰恰为德国的政治现实做了哲学辩护。具体来看，黑格尔所论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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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伦理国家实现完美的“政治”必须有王权的参与，而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黑格尔“从绝对观念

中引申出天生贵族、世传地产等等，等等，引申出这种‘王位和社会的支柱’”是“变了一套戏法”[8]。 

    英国从威廉·佩第开始，经由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已然形成了匹配其商品经济和市民社

会发展程度的古典经济学理论；法国的孟德斯鸠在 1748 年便提出了“三权分立”思想，1789 年的大

革命更是将国王推上了断头台。对比之下，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一种对历史进步的“背逆”。

但马克思在《导言》中阐发的思想毕竟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扬弃，之所以将黑格尔哲学评价为德国国家

哲学和法哲学的“最终的表述”[1](9)，是“唯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上[al pari]的德国历

史”[1](7)，正是因为彼时的黑格尔哲学仍然是支撑“现代国家”的最完备的理论形态，并且触及了“人

的解放”这一核心问题。那么，对这种哲学的批判就是“对现代国家以及同它相联系的现实所作的批

判性分析”[1](9)。马克思认为，“思辨的法哲学”作为一种关于“现代国家”的抽象理论之所以只能

在德国产生，是因为德国哲学“置现实的人于不顾”[1](9)，这恰恰反映了“现代国家本身置现实的人

于不顾，或者只凭虚构的方式满足整个的人”[1](9)。为什么马克思讲“德国的国家学说的现状就表现

了现代国家的未完成”[1](9)？正是因为思辨的法哲学在理论上仍然是“彼岸世界的真理”，而现实中

“彼岸世界”也在“莱茵河彼岸”(法国)。 

    (二) 无产阶级革命是真正实现“德国式的现代问题”的必由之路 

    在马克思看来，思辨的法哲学的缺陷就代表着普鲁士国家机体本身的缺陷，弥补这一缺陷的唯一

方法是“实践”。正如前文所述，在单向度的历史面前，德国已经无法与“现代各国”站在同一起跑

线上，因此德国若想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就不能仅满足于与当下的英、法处于同一水准，而是要达到

英、法的未来水准，即“人的高度的革命”[1](9)。 

    英、法两国实现现代化的途径是“政治解放”，其含义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解放自己，取得普

遍统治，就是一定的阶级从自己的特殊地位出发，从事社会的普遍解放”[1](12−13)。能领导“政治解

放”的这一阶级要被视作“社会的总代表”，要能“在自身和群众中激起瞬间的狂热”，在身份上

是社会的“头脑和心脏”，在良心上必须“为了社会的普遍权利”，与这个阶级相对应的阶级——

必须有一个阶级被视为革命的反派，必须集中了“社会中昭彰的罪恶”，必须体现着“社会的一切缺

陷”[1](13)——进行斗争。简而言之，存在“解放者”和“奴役者”。“解放者”的角色在英国和法国

由新兴的资产阶级扮演，但在德国，没有阶级能真正扮演“解放者”这一角色，德国特殊的国情决定

了这一点。德国资产阶级改革是一种特殊的由容克地主为主体的封建地主阶级自上而下的改革，它的

起因是对法战争的惨败，它的现状是脆弱的新生资产阶级在面对英、法等先发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时

被迫与封建地主阶级绑定，“保护关税、禁止性关税制度、国民经济学”这些对英、法资产阶级像锁

链一样的腐朽制度，“在德国却被当做美好未来的初升朝霞而受到欢迎”[1](6)。因此，彼时德国的现

状是不但没有“解放者”，甚至没有“奴役者”——作为后发国家的普鲁士，已经在历史中塑造出畸

形的社会形态，单纯寻求“政治解放”已经不可能，实现彻底的“人的解放”是作为后发国家的德国

追赶时代的唯一出路。 

    所谓“人的解放”，这是彼时尚站在费尔巴哈哲学立场上的马克思对德国未来的哲学阐明。德国

宗教批判的最大成果在于确立“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历史的目标便开显为“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

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1](10)。彻底完成“法哲学批判”便抓住了现代国家缺陷

的根本，为实现彻底的“人的解放”提供了思想武器。但马克思清醒地认识到“批判的武器当然不

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1](9)，实现德国解放的物质力量指向于一个

“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一个面对着“普遍的不公

正”、自身的存在“与现存德国制度存在的前提处于全面对立”的阶级。从哲学的角度看，这个阶级

的现状意味着“人的完全丧失”，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1](15)，这个阶级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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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 

    在马克思看来，德国式的现代问题、德国人的彻底解放、德国作为后发国家完成对时代的赶超只

有一条道路，那就是作为革命物质力量的无产阶级与作为革命精神武器的“批判的法哲学”结合起来。

马克思秉承革命乐观精神在《导言》的结尾高呼：“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

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1](16)实现了人的彻底解放的德国，它的“复活日就会由高卢雄鸡的高鸣来

宣布”[1](16)，在通往现代的道路上实现对“莱茵河彼岸”的超越。以上便是马克思给出的通往现代化

道路的德国方案。 

    (三) “德国式的现代问题”的双重内涵在《导言》中的深刻体现 

    在前文的基础上重思“德国式的现代问题”的两重蕴意，针对“后发国家如何追赶时代”这个问

题，马克思在《导言》中给出了自己具体的设想：德国的无产阶级掌握先进的革命理论，通过暴力革

命的手段实现德国人的彻底解放，就能实现对时代的赶超。针对“如何基于国家的特殊性追求现代化

的普遍性”这一问题，马克思敏锐地指出了德国在追求现代化道路上的特殊国情。首先，德国是现代

化的“被塑造者”，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后发国家现状决定了德国在与英、法贸易竞争中的弱势地

位和本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先天发育迟缓。其次，德国的特殊民族历史、地缘环境和政治传统造成的封

建势力过于强大、民族统一悬而未决、只能自上而下进行改革等因素致使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先天不

足”。结果便是新生的资产阶级不得不寻求加强依附和绑定封建势力，以便寻求在与英、法进行贸易

竞争时的均势地位，以上是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后天畸形”。当然德国的特殊性不只有劣势的方面，

德国自身的优势在于它的法哲学和政治哲学是对“现代国家”的理论支撑，对思辨的法哲学加以批判

便可以将其作为彻底的革命理论，指导革命实践。 

    此外，马克思还提出：“工业以至于整个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关系，是现代主要问题之一。”[1](6)

德国想要真正实现现代化必须如英国那样在实现发达商品经济的同时在社会层面形成与经济发展程

度相协调的政治和文化关系，而法国大革命最现实的贡献就是为商品经济发展粉碎了旧的封建生产关

系，这些德国尚不具备的要素正是德国在现代问题上需要追求的目标。因此，透视当时马克思的思想，

现代化的普遍本质离不开“人的解放”，现代化的普遍追求在于“经济发展”，现代化的普遍表现是

“在社会层面形成协调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实现现代化的普遍路径必须通过革命的实践方式。

人类历史客观地证明了，无论是英国资产阶级改革还是法国大革命，都不同程度地促进了这些目标

的实现，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不同的国家可以走不同的道路。 

 

三、马克思在讨论中国与俄国时对现代化问题的接续思考 
 

    马克思在《导言》里提出了“德国式的现代问题”，并且指明了德国实现现代化的可能路径，但

客观现实是德国历史和现代化并未如马克思预言的那样发展。但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就此停止针对“现

代化道路”问题的探索，后续最重要的成果体现在马克思对中华帝国
②
和俄国通往现代化道路的思考

之中。 

    (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视野中的“中国革命”与中国人的解放 

    1848 年的革命浪潮席卷欧洲，但这些革命均以失败告终，尤其是法国革命的果实被路易·波拿巴

窃取并复辟了帝制，早年作为马克思心中“彼岸世界”的法国显露出在通往现代化道路上的倒退和反

复，法国式的在实现政治解放的基础上向“人的解放”推进的路径并不顺利。随后，流亡到英国的马

克思开始反思 1848 年革命失败的原因。彼时欧洲列强为了化解愈演愈烈的经济危机再度将侵略触手

伸向中国，马克思也将自己的理论视野向东方拓展，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更为关注

古老的中华帝国如何走向现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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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初，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了一系列文章讨论中国的历史、现状和未来，

不仅对彼时中国国情的特殊状况有较为准确的判断，而且对中国实现现代化和解放的可能道路做出了

预判。马克思认为“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

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1](780−781)。清王朝的腐朽、在应对侵略战争中的惨

败、殖民者的剥削不但加速了旧中国的衰落，而且迫使中国被动加入世界体系当中，事实上开启了中

国的现代化进程。此后，中华帝国的一切状况都不同程度地成为影响世界历史发展的因素。马克思首

先关注到了太平天国运动。一方面，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必然使英国商品的倾销市场突然缩小，

陡然加剧英国工业增长与市场需求有限之间的矛盾，加速工业危机的来临。工业危机的结局便是爆发

政治革命，马克思说：“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

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1](783)

在英国的坚船利炮下不堪一击的虚弱帝国可能因为这场农民起义影响世界历史进程。另一方面，看透

欧洲 1848 年革命种种乱象的马克思惊讶于太平天国起义的发展规模、激烈程度和组织力量都远超彼

时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和潜在市场已经足以让这个孱弱的国家影响世界历史，

由中国革命引爆的欧洲金融危机很有可能成为新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导火索。事实上，马克思已经

提出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由中国革命引发欧洲革命”这样的思想。诚然，这一思想是

建立在马克思“资本主义工业危机理论”之上的，但可以理解为马克思对于人类解放道路的崭新思考。 

    中国人对西方殖民者的反抗在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并没有停止，这表明在现实斗争过程中，中国

人民的民族意识、阶级意识和历史觉悟在不断提高。恩格斯发现，相比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中国人

民的麻木与平静，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民众积极地而且是狂热地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1](797)。殖民

者将中国人的反抗称为“野蛮”，恩格斯却认为“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

狂热本身，似乎表明他们已觉悟到旧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1](800)，认同“中国人采取他们通常的作

战方法，是不能抵御欧洲式的破坏手段的”[1](798)，提出“中国人发起全民战争来抵抗”[1](797)的斗

争方式。恩格斯预言：“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

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1](797)中国的现代化起始于西方殖民者带来的先进生产方式的侵略性促成的传

统经济结构的解体，中国人的解放则必须依赖于中国人持续的、规模愈演愈烈的、组织程度愈来愈高

的反抗活动，这种反抗最终必然与欧洲革命浪潮交织，成为全人类普遍解放的组成部分。 

    (二) 马克思视野中的俄国在现代化道路上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 

    针对“如何基于国家的特殊性追求现代化的普遍性”这一问题，马克思接续的思考体现在 1881

年《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里对俄国革命道路的讨论中。在写作《导言》时，马克思并未给予

俄国以特殊关注。如马克思在文中提到“假如德国的整个发展没有超出德国的政治发展，那么德国人

对当代问题的参与程度顶多也只能像俄国人一样”[1](7)，意味着彼时马克思眼中俄国的发展水平尚没

有达到值得他重点参考的水准。但随着理论的深化，马克思愈来愈关注到俄国的特殊情况。马克思指

出，不同于欧洲各国已经普遍解体的“古代类型的公有制”[9](571)，俄国农村仍然保存了传统的“俄国

公社”——一种农民土地公有制，它的具体表现是：“在公社内，房屋及其附属物——园地，已经是

农民的私有财产”，而“耕地仍然是公有财产”[9](573)，这是俄国国情的特殊性所在。 

    传统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全部过程的基础是对农民的剥夺”[9](570)，从而使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彻

底分离，这也是西欧国家走进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路径，但马克思“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

性’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9](570)。原因在于欧洲资本主义的基础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

制”[9](570)，而俄国农民的土地从未成为他们的私有财产。俄国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力量有自己的

后发优势，即无需经历西欧几个世纪的工业革命和商业革命的准备就可以利用西欧国家现代化的成

果。马克思认为，“俄国公社”是俄国接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后“幸存”下来的传统生产关系，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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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仿欧洲国家以消灭这种旧生产关系为代价，重复踏上那种追求“同科学、同人民群众以至同它自己

所产生的生产力本身相对抗的”[9](572)生产关系的道路，不如使“农村公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

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9](571)。既然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就是消灭生产资

料的私人占有从而实现公有制，那么俄国实现现代化不应当以消灭这种传统农村土地公有制为前提，

而是通过实现俄国农民的解放，“俄国公社”就会“立即被置于正常的发展条件下”[9](571)。 

    马克思给出了“俄国公社”走向现代化的可行方案。农民将小块地的个体耕作转变为集体耕作，

配合农业机械的大规模使用，实现个体劳动向合作劳动的过渡。国家通过垫款的方式给予农民支持，

整个社会则可以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9](575)。“俄国公社”作为

现代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9](576)，这体现的便是“跨越卡夫

丁峡谷”之意。 

    综合前文所述，依据德国、中国和俄国国情的特殊性，马克思在他理论生涯的早期、中期和后期

直接或间接地讨论了德国、中国和俄国这三个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可能道路。一方

面，马克思承认不同的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可以走不同的道路。另一方面，无论是人的解放超

越单纯的政治解放，还是通过彻底反抗来影响世界格局以求摆脱被奴役的命运，抑或是利用资本主义

的积极成果改造特殊的生产关系以规避资本主义发展的弊端，不同的现代化道路都要利用资本主义已

经创造的先进成果促进自身发展，不同的现代化道路都要完成对旧生产关系的解放，但都不能仅停留

在片面解放这一阶段，现代化的最终指向是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可见无论是激情的批判还是冷静的思

考，都体现了马克思作为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一以贯之的社会理想。 

 

四、从中国式现代化看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接承与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

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10]中华民族是在近代

历史上苦难深重的民族，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老国家，全体中华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历经百余年艰苦奋斗，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取得了人类历史上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前文

所做梳理的基础上，我们对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得出更深刻的理解。 

    (一) 以“德国式的现代问题”理论蕴涵看中国式现代化 

    同 19 世纪前中期的德国类似，中国也是现代化道路上的后发国家，同样面临着“后发国家如何

追赶时代”这一普遍课题。1894 年，孙中山在《兴中会章程》中哀叹“中国积弱至今极矣”。毛泽东

同志用“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的诗句来描绘中华民族近代的百年屈

辱历史。与德国和俄国不同的是，中华民族是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运动被动地卷入现代化历

史当中的，中国是马克思口中的“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9](574)，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更加被动。因此，

旧中国的资产阶级不但分享了普鲁士资产阶级那般“先天不足、后天畸形”的阶级形态，并且凸显出

了更强的依附性和反动性。不同于普鲁士资产阶级为参与国际资本主义竞争主动与容克地主国家加强

绑定关系，“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

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

产力的发展”[11]。因此，中国的现代化一开始就面临着与德国相似且具体的问题——资产阶级无法承

担领导解放任务的后发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 

    中国在通往现代化和自身解放的道路上同样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和优势。首先，西方式现代化的内

涵中包涵了宗教解放，欧洲的宗教势力过于强大，以至于近代西欧各国开启现代化道路时都必须以宗

教批判为前提。在文艺复兴以前，欧洲有丰富的宗教文化、贵族文化，但平民的日常生活则被笼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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虔诚的宗教氛围和繁重的庄园劳动之下。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自唐宋以来便逐步完成了社会文

化主体的下移，拥有悠久的世俗社会历史和平民文化传统。彼时的德意志是“教皇的乳牛”，而中国

古代的宗教长久以来只是作为社会的稳定剂和粘合剂存在，宗教势力从未登上过中国的统治者舞台。

因此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第一个独特优势就是无需以从宗教势力的政治和精神统治下解放为前提。其

次，德国的现代化还面临着国家统一的难题，彼时的德意志地区有大大小小几百个诸侯国，即便是强

大的普鲁士想要完成民族统一也要面临强大的奥地利、法国和沙皇俄国的阻挠，而最终德意志帝国的

统一是伴随着普鲁士的领土扩张战争才得以实现的。与德意志地区的四分五裂不同，中国自古以来就

是单一主体民族国家且有大一统的政治传统，宋代以后更是连续经历了三个大一统王朝，实现民族独

立和国家统一始终是中华民族的人心所向。因此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第二个优势是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

有利于现代意义上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和民族解放事业的推进。最后，中华民族的独特优势还在于拥

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

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

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

的杠杆。”[12]中国先贤的哲学思想启迪了欧洲的人文主义萌芽，古代中国的科技成就加速了资产阶级

时代的到来。更为重要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革故鼎新、自强不

息等思想，本身就包含了强烈的现代性因素，特别是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

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然会成为中华民族在通往现代化道路和解放道路上的不竭理论宝库，等

待着觉醒后的中华儿女发掘和利用。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先进的革命者迅速寻找到了科

学救国方案，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在《导言》中，马克思怀带着的痛苦情感和愤怒笔锋，而面对国家和民族危局的中国共产党人只

会更为痛苦和愤怒。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所面临的局面相较于任何欧洲国家都更为复杂：彼时的中国，

没有作为“精神鸦片”的宗教，大江南北的市场上却泛滥着现实的鸦片交易；中国人民没有作为“虚

幻幸福的宗教”[1](2)慰藉精神，有的只是现实的极端苦难；整个德国社会被迫“承认和首肯自己之被

支配、被统治、被占有全是上天的恩准”[1](4)，落后而不自知，整个中国社会的麻木程度只会更甚；

相较于欧洲无产阶级反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中国的无产阶级在实现自身解放的道路

上还承担着反帝、反殖民、反侵略的艰难历史任务。 

    正如马克思在《导言》中所讲：“问题在于不让德国人有一时片刻去自欺欺人和俯首听命。”“应

当把德国社会的每个领域作为德国社会的羞耻部分[partie honteuse]加以描述”，“必须使他们对自己

大吃一惊”。[1](5)事实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旧文化旧思想进行严厉批判，为的就是彻底唤醒国

民，而不给旧势力以一丝喘息的机会。马克思在《导言》中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

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1](16)。一旦无产阶级从自己的苦难和遭遇中领悟

到自己的阶级本质，就会理解自己的崇高使命，彻底的革命和解放就一定会发生。马克思认同实现现

代化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德国未竟的革命事业经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东方得以实现。事实上，

中国共产党人 28 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就是为了通过扳倒“三座大山”来消灭剥削阶级和旧的生产

关系，从而实现无产阶级的翻身解放，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进程塑造主体和奠定基础。可以

说，历史充分证明了近代以来中国实现现代化、实现人的解放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之下才能

完成。 

    (二)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理论与实践创新的重大成就 

    不同于英、法、德走向现代化是由资产阶级主导，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积极

实践“人的解放”的基础上对现代化的全新探索。这种探索首先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之下的，

因此中国现代化道路必然继承了马克思论欧洲“现代化”道路的合理因素；这种探索又是在已经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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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先进文明形态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必然有对传统现代化理论的创新突破。正如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

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0] 

    具体来看，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在讨论中国革命时就意识到了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和市场可能

给世界革命形势带来的重大影响，但彼时东西方历史进程的序差令他们未曾设想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的可能。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意味着占世界约五分之一的人口

整体迈进现代化，这一人口规模超过现有所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这一客观因素必然使世界发展形

势和人类文明进程迎来深刻改变，“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

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13]。其次，在《导言》中，马克思批评“现

代国家本身置现实的人于不顾，或者只凭虚构的方式满足整个的人”[1](9)，资产阶级倡导的现代化只

在理论上强调人的自由与平等，却代替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实事上的人的不平等。中国式现代化是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共产

党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0]，这是从本质上对资本主义

引领的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超越。再次，马克思认为现代化的公共目标指向经济的高度发展和人的彻

底解放。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追求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实践过程中，理解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将促进物

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10]作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达成的目标，这是对马克思在《导言》中所

追求的“现代化”目标的最深刻实践。最后，德国现代化的现实道路与先发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殖民掠

夺服务本国资本原始积累的路径如出一辙，又因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地缘环境等多种因素，最终走上

发动战争的“邪路”并最终酿成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灾难。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

道路的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共同富裕”与“和平发展”从以往现代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几乎

是“不可能三角”(impossible trinity)，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提出和伟大实践超越了西方现代化

的模式和经验，是对现代化理论和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的讲话中强调：“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

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

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14]180 年前，青年马克思满怀对德意志民族的深厚情感，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认真思考了“后发国家如何追赶时代”“如何基于国家的特殊性追

求现代化的普遍性”两大问题；180 年后，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用自己的百年实践和理论创新

对这两大问题进行了具有发展性、创新性的杰出回答。当下，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不懈奋斗。 
 

注释： 
 

①  关于此处的中文译文，前后有所变化。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将其译为“现代问题的德

国式提法”；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将“German form of modern problems”译为“德国

式的现代问题”。 

②  马克思本人在《俄国对华贸易》等作品中用“中华帝国”指称清王朝，本文中的“中华帝国”均引用自马克思这一概念，

理解时应注意与 1915 年袁世凯预备成立的立宪政体相区分。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615、6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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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German-stye modern problems" to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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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eface to The Critique at Hegel's Philosophy and Law", Marx points out "German-style 

modern problems," which in a sense marks the beginning of Marx's early exploration into the idea of 

modernization. "German-stye modern problems" can be summed up into the two major issues of "how to 

catch up with the times for a latecoming country" and "how to pursue the universality of modernization 

based on the specificity of the country." The CPC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the struggle for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has successfully promoted and expanded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fulfilled the 

inheritance, enrichment, innovation and transcendence of Marx's thinking on "modernization path". Taking 

the "German-style modern problems"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adopting a theoretical view through Marx' 

whole system, we can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major proposition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gi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general laws of the path of modernization and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eoples and 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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